笃实做人 踏实做事 切实思考 务实改革 

——访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

2011年12月11日上午，2011年中国经济学年会闭幕式圆满结束。作为年会的主办方，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接受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记者的采访。谈及教育改革、学术研究、政策制定，田院长的话语间流露出的是一个领导者的高瞻远瞩，一个教育者的拳拳爱心，一个改革者的气魄胆识，一个学术者的严谨笃实，全面展现出了当代经济学者的风采和气度。

记者：就在前不久，传来一个沉痛的消息——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去世了。我们知道您是在华中工学院结识张老的，在那里您还受到了林少宫教授、朱九思校长的栽培。回首这段师生情，您觉得老一辈学者、导师们给您留下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对您的思维力、人生价值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田院长：第一，做人实在、真诚、不浮躁，这是我感觉到的他们纯真、淳朴的人格魅力。只有真诚才能换来真诚，这是我从老先生们那里学到最大的一点。第二，做事认真实在。这两点是从德方面感念老先生们对我的影响。从学问上来讲，是张培刚老师和林少宫老师把我带入了经济学。林先生和我虽说是师生关系，但情若父子，无论是私人交流还是学术讨论，我和林少宫老师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对于张培刚老师，我觉得他的个人命运是和历史结合在一起的，他的学术研究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紧密联系的，所以我在写悼念他的文章时把名字取作了《一个世纪的背影》。

记者：从2004年到财大担任经济学院院长到现在，已经七个年头过去了，您觉得七年的亲身实践、推行教育改革创新取得了哪些成果？还有哪些不足？对未来的展望是怎样的？

田院长：成果不是一句话就能说完的。从大的方面讲，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个时代的需要出发的。因为中国正在从大国变成强国，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从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正在向多极世界转型，所以中国的历史使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竞争很激烈，关键是人才的培养，从这层意思上说，我们做的事情是符合国家战略——培养高层次、创新型的人才。说得小一点，我在经济学院做的一切工作的服务对象是学生，一切为了学生，这是最高宗旨。首先从学生的规范方面讲，我们经济学院提出了八个字“诚信、包容、感恩、奉献”，稍微扩充细化一下，就是二十字“诚信的规范，包容的心态，感恩的意识，奉献的精神”。另一方面，大学学习很容易产生“放羊”现象，我认为中国的初等教育在学习知识方面做得是相当成功的，但是中国的现象是和国外的学习规律正好相反的。在国外，小学不怎么学习，读博士最难，其次硕士，最后本科。而在中国，高中是学习的最高点，进了大学就开始放羊，本科比高中轻松，研究生比本科轻松，博士比研究生轻松，这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为它的边际成本应该是上升的，但是学习的边际成本却是下降的。现在的学生又很聪明，很多知识考前背一背，靠投机过考试，过了一段时间又忘光了。期中、课堂上没有小测验，只有期末考试，往往造成了学生“放羊”，很多同学平时就去歌厅、餐厅、上网、谈恋爱，学习上精力花得少，这样就不利于学生培养。

我们现在从教学、科研、规范进行一系列改革，通过设置课堂小测验、学期期中考试等等方式，从六大方面来抓。要办好一所一流的大学，有三个必要的条件。第一，一流的学生，你们到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的大学，我认为都是非常优秀的。第二，一流的师资队伍，所以我来这里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从海外大规模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引领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改革。第三，对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同时我们也抓学风，对教师有规范，要求每个老师在开课前提交教学大纲，相当于学生和老师的契约。以前学生不知道老师下一堂课要讲什么，老师也没有时间进度的掌控，现在我们都有一定要求。其次，对学生狠抓诚信，决不允许抄袭、论文作假，我们对本科生、研究生采取一系列措施，成效很明显。

我们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2004年刚来财大时，出国的学生很少，但现在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出国，比例和绝对数字、相对数字都直线上升。我不是说出国就是好，但这个指标显示出我们的学生是有竞争力的，这也是一个信号，反应我们的学生有没有能力、能不能出国深造。第二，我们的生源也有很大提升，特别是硕士研究生、博士生研究生，以前本科生基本是调剂的，现在许多是第一志愿。第三，从就业来看，今年我们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生研究生的就业率是100%，本科生就业率虽然不是100%，但剩下的人是一心一意想出国、读研的。这就是改革的内在逻辑，是我们办教育的成果。与此同时，我们的老师水平也大幅度提高，最近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全世界经济学公认的16本一流杂志上，财大经济学院的老师发表的篇数遥遥领先于中国任何一所大学的经济学院发表的文章数目，这也表明我们老师研究水平的逐步上升。最后，我们起到滚雪球效应、示范效应，因为我们做的事不仅仅是在财大培养人才，我们希望其他大学也能改革起来。现在三四十所大学都模仿我们的做法，引进海归学者担任院长、教授等等。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德育工作要进一步加强、规则要强化执行落实等等，包括学生的视野要更加宽广。现在财大的学生可能就缺少这么一种眼光，一种想做大事、想深入做学问的眼界和志向。一件事情，你不去想，也就不会去做，它就永远不可能变成现实。但是，只要你想了，就会有去做的动力，它就有变成现实、甚至变得更好的可能性。哪怕最后没有成功，你回顾人生的时候也不会后悔，至少我曾经奋斗过了。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随着教师水平的提升，发表的论文数量也在上升，但社会上有这样的质疑——论文数目多并不代表水平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田院长：你要看论文的质量，在国外，写一篇论文可以让你拿一个终身教授。那些文章不叫article，叫paper，是要花巨大心血的，而中国的很多文章只能是article。当然这里有争论，有一个有用和没用的价值判断。量子力学刚发现的时候有用吗？激光刚刚发明出来时有用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刚提出时有用吗？基础的研究会带来革命性、颠覆性的创新，比如数学的不动点定理、二进位，没有这些就没有我们今天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和电脑。希腊古代时强调的逻辑、几何，当时想到它将来有用吗？当然只觉得好玩。所以同学们做学术，不能仅仅想到有用或没用，有些东西实实在在，“明道为本，取势为道，优势为用”。在“用”这一方面，我们作为一所大学，今后的世界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等遇到问题再去创新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就需要发明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再者作为知识，最重要的是陈寅恪提出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为什么谈这个？如果有用就去学，没用就不学，那按照目前的情况可能很多东西都暂时是没用的，但这并不表示它对你没用了。有时学习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一个学生大学毕业后的气质和刚进大学时是不一样的，因为知识储备多了、内涵深化了。尽管你今天所学的知识将来用到20%就很好了，但并不等于剩下的80%就没用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一百个点里自己将来会用到哪一些。

记者：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市场体制也在日趋发展进步，那么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政府应该做“守夜人”还是掌控者？从长远来看，国家干预和自由市场这二者之间的调和该如何掌控？

田院长：首先，在一个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比较完善的环境中，政府的作用是四个字“服务”和“维持”。比如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公共服务。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去补充、修正，政府在这时要发挥作用。中国的市场改革是从零起步走到今天，在早期，我认为政府的主导作用很有必要。举个例子，一个婴儿出生能给予它自由吗？父母亲的监护、喂养、教育对你的成长很重要，就好像中国政府对市场经济从零到有一样，早期是需要政府的主导。随着你的成长，你从小学到初中到大学，父母给予的养育监护对你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难道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因为监管和控制很有用，让孩子成材了，所以我要继续对小孩加强管制吗？不是的。中国的改革也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父母与孩子的关系，随着你学会走、跑、到扶你上马送一程，政府要学会慢慢放手，现在政府做的很多事情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化，中国的改革需要渐进式的放手。

记者：您以前的一篇文章《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中介绍的现代经济学方法论见解很深刻，引起学术界轰动，但网上也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科学的经济不能以假设为出发点”、“理性的经济人都不是自私的”，反驳您的看法，您怎么认为？
田院长：首先，数学有欧氏几何和非欧氏几何，它有一套公理化体系，物理学有大爆炸理论，现实中有牛顿三大定理吗？有自由落体定理吗？它都是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而是建立在理想的状态下的理论。在研究物理变量之间关系时，也是控制一些变量，假定变，我再研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得出一种结论。假定时间不变，速度越快，跑得越远，那难道时间是不变的吗？研究中，很多都需要假定，所以这点质疑很不值得一驳。

第二，任何一个假设都是有边界条件的。经济学中，说人的理性，它不仅仅是一个理性假设，而是一个客观现实——逐利。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看，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在常规的情况下，无论国家、企业、单位、个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能把国家机密泄露给美国吗？不能。这就是理性假设啊，为了自己的国家，我不能泄露机密。研究国家与国家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假设，作为一个中国人要考虑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发展。一个企业的主管，能把自己的商业机密泄露给别人吗？不能。这不就是典型的理性假设吗？对你的小孩、妻子为什么愿意把钱拿出来给他们？因为那是我的妻子、孩子。研究家庭关系学的时候，我考虑的是家庭的关系的理性假设。那我考虑个人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如果人人都是雷锋，思想境界很高，那很好，根本就不需要制度安排了。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之前毛主席有一个假设——人的思想是可以改造的，所以他大搞运动，让中国的经济几乎走上崩溃的边缘。但邓小平就是清醒地认识到客观现实，从社会主义市场退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人的思想境界不高，这就是我所说的理性假设。所以邓小平的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总是考虑大家每个人的利益，我们就永远富不起来了，这种理性假设是完全能用现实说明的。但是，这一切是有边界条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济学院学生强调的是“诚信、包容、感恩、奉献”。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们经济学院师生的捐款在早期是学校遥遥领先的，因为他人有难出手相助是动物都有的本性啊。在国家危难面前，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我不要求你锦上添花，我希望同学们能雪中送炭。你知道这个故事吗？一群野山羊被猎人追赶到悬崖边上的时候，老山羊是怎么做的？跳下悬崖作垫背的，让小山羊安全跳过去。为什么老山羊愿意牺牲呢？因为它为了挽救家族。我父亲的打仗时身上有十几个枪伤，抗日战争时我们国家死了几千万人，但现在看到倒地的老人却没有人去扶。所以这是同学们要注意的，要善于思考。

记者：您的研究领域有数理经济、机制设计等理论性很强的内容，您也说过，经济学是一门需要联系实际的科目。那么面对一个虚拟而且条件复杂、变量很多的环境，要如何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田教授：我们要找出最主要的特征，把旁枝杈叶都撇去。比如地球仪，这是地球面貌最客观的反应了。但它对我有用吗？我要到上海旅游，就需要上海的旅行地图，它把很多其他的东西忽略不计，但把城隍庙、东方明珠标出来。经济学问题研究也是一样的。你要来采访我，是要查清我的祖宗三代还是了解一些和我有关的信息呢？当然是后者。这就是经济学在做模型时的权衡取舍。你看到的东西和真正的我不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要去看那些资料呢？比如你制作一张军事地图，山、坝、江对你的地图都是有用的，做一张交通地图，道路、桥对你是有用的，但是这些东西都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地球的全部面貌吗？不是的，它只是一部分，因为这取决于你的目的。

记者：今年的年会也已近尾声，作为本次年会的主办方，回顾短暂的三天活动，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哪些地方是成功的？哪里又值得总结经验？

田院长：首先，很高兴我们经济学院在没有我具体参与组织的情况下举办得非常好，几百个志愿者的调动、餐饮的安排等等我都是不知道的，但大家做得很好，这就是团结的力量、合作的精神，也让我知道团队和规则的重要性。第一，我觉得我们的团队的人都是可用之才，关键看你怎么管理、用人。管理不是具体去做事，而是起领导的作用，我对领导的定义是“引领”和“指导”，有一种长远的、战略性的眼光。“无为而治”的先决条件是要做好委托代理，要依靠规则长期维持，然后需要领导团队、行政团队、管理团队运行。人们总认为“无为而治”就是放任不管，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老子》第五十七章中说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以奇用兵”大家都以为是讲军事，其实是做事都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好像刚才讲的理性假设。第二，就是规则的重要性。一个团队了有了一套细化规则的约束和指导，就能运作得更有效。所以规则要细化，然后落到实处，提升团队的执行力，整个团队的合作也会更默契、高效。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比如我们大礼堂比较简陋，其实一个学校的形象是很重要的。还有，我们的一些后勤工作等等很多有不够到位的地方，都需要不断吸取经验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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